知识资源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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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的情境下，知识基础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尚存在不同观点。为利用和盘活已有知识资源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基于知识基础理论，通过4 103家中国企业2010－2021年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知识资源的不同性质对于组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知识重组能力等情境变量在传统知识资源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宽度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宽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深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可见，组织需要较多的异质性知识，不能过度局限于某一知识领域，才能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应涉猎更丰富的知识领域，拥有多样化的异质性知识元素，同时对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和匹配，以实现更高效的运营和业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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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Mechanism of Knowledge Resources on th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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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ization, views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vary. In order to utilize and revitalize existing knowledge resources to enhanc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knowledge base theory, a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is constructed with panel data from 4 103 enterprises in China during 2010-2021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knowledge resources on the organization's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eanwhil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ntextual variables such as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cap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discussed.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knowledge scop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and knowledge depth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tilized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abil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cope and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reative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ability also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depth and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utilized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capabil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cope and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creative knowledge restructuring capability also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cope and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o enhanc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s need more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and cannot be overly confined to a certain knowledge domain. To achieve more efficient operations and business goals, organizations should explore richer knowledge domains and diversify their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and match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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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化创新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已成为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引擎。然而，中国企业的数字化产业链与数字化生态尚未建立，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的技术基础与内部资源的协同性较差，约有63%的中型企业数字化资源缺乏，难以获取匹配自身的数字化解决方案[1]。此外，不同于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由于产业结构庞杂，数字创新的通用性方案仍较少，面对复杂的数字情境，企业从认知到实践的周期较长，数字化技术转换成本也较高；同时，企业原有技术系统和管理制度也可能面临数字技术和核心业务不兼容等问题，数字技术难以在短时间内创造价值，需要组织持续投入[2]。因此，企业如何降低应用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成本与风险，切实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池毛毛等[3]发现，现有研究多从资源与能力视角，如数字资源和数字化能力，探究数字化创新绩效的驱动因素。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其不仅缺乏数字资源的积累，在数字能力构建上也缺少经验，他们更多积累的是传统知识和资源。与传统创新过程不同，数字创新是一个动态交互、可自我参照的持续迭代过程[4]。这就暗含了组织已有资源在数字创新过程中的可利用性；而知识储备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因此，探究组织已有的知识资源能否成为驱动数字化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创新的分布式性质要求知识资源具备高度异质性[5]，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对信息数据进行同质化处理。这就不仅需要组织拥有大量多元化知识，且能够理解并识别可供数字技术进行转化的知识，因此知识基础的不同性质能够弥补数字创新对资源的需求。
目前关于知识基础不同维度对组织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尚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在数字化的情境下，知识资源的不同性质（如广度和深度）对于组织的数字化创新绩效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此外，知识基础理论强调重新组合并利用内外部知识资源来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性，有研究也指出数字资源的自生长性要求组织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构整合，形成新的复杂资源组合能力，通过重组创造产生数字创新[4]。那么，知识重组能力能否进一步激发现有知识资源的作用？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由此可见，探索验证企业如何盘活已有知识资源，促进数字化创新绩效提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基础与数字化创新绩效
知识基础理论指出，知识基础是企业塑造核心竞争优势的最独特且重要的战略性资源[6]，是组织在一段时间内所积累的知识元素及其关系的总和[7]。Katila等[8]根据组织知识基础的覆盖范围和掌握程度，将知识基础划分为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分别在横向和纵向上体现了组织先验知识的基本结构，是知识基础多样性和专业性水平的重要体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创新的结果和质量[9]。
知识宽度体现了组织涉及的知识领域的多元化程度。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需要获得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也就需要获取大量异质性知识[10]。因此，知识宽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获取创新要素的难易程度。多元化的知识积累也有利于企业实现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已有研究从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两个角度阐释了知识宽度对创新的重要作用。首先，从组织内部出发，多样化的知识库能够促使企业快速识别新知识，提高对新知识的吸收效率，从而提升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架构整合能力，实现组织高质量的创新[11]；此外，丰富知识领域能够减小对单一领域知识的依赖性，降低创新路径固化的概率，提升组织抵抗风险的能力。其次，就组织外部而言，知识积累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帮助企业明晰市场发展趋势或组织所面临的发展障碍，精准定位市场需求和资源位置，快速聚合现有资源为企业提供灵活的发展策略，通过不断整合现有知识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12]。
知识深度指组织对特定知识或应用领域的熟悉程度[9]。知识深度可以增强企业对同类知识进行重新配置的能力，并在该领域内得到独特的产出成果，在促进企业知识重组、结构式创新、知识创新和突破性创新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和核心绩效的提高[13]。但也有研究认为，知识深度过深会导致企业在某些领域出现认知障碍，阻碍创新绩效[14]。组织在专业领域的过于深入可能会产生认知上的惯性，造成企业认知模式的僵化，限制了对知识进行全新组合的能力发挥，对绩效提高产生负面影响[15]，由此知识深度产生倒“U”型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知识宽度不仅对组织内部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同时能够促进组织间的协同合作，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数字化创新绩效作为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流程和结果创新，同样需要组织具备高知识宽度。一定的知识深度有利于组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提升，但由于在数字化情境下进行创新的复杂度，组织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动态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如果过于局限于特定知识领域，反而会抑制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
1.2 知识重组能力的调节作用
知识基础理论不仅强调知识基础特征对组织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还指出组织重新组合并利用内外部知识资源来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性[16]。Kogut等[17]指出，企业的本质是知识的集合，企业对知识元素的应用与组合能力是影响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这种对于知识的重新组合与利用便是知识重组能力，是企业主动搜寻内外部知识元素及其组合，重新将其进行集成与组合创新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研究认为企业知识重组能力可以分为知识重组再利用能力（利用式重组）和知识重组创造能力（创造式重组）[18]，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知识重组过程中是否产生了组织从未出现过的知识元素及其组合。
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强调组织已有的知识组合在新情境下的深化应用，即组织将现有知识元素及其组合进行系统改进与提升，从而解决组织新出现的创新问题并满足新的技术应用需求，常常伴随着组织创新能力的提高[19]。在数字化创新的复杂情境以及新技术应用的需求下，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对于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当组织具备较高的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时，就能够基于已有的知识元素组合经验对现有知识进行深化应用和组合，可以更及时地解决新出现的创新问题，并开发出复杂度更高和可操作性更强的技术解决方案，这样，组织能够更灵活地应对数字化创新中的挑战，提高创新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增强数字化创新绩效。其次，组织借助组合现有知识应用在新发明创造中的经验，有助于减少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降低创新的风险与成本，从而提高数字化创新的效率。因此，在组织的知识领域较为广泛时，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会发挥积极作用；且当组织在某领域的知识足够深入时，识别和利用知识元素的效率提高能够更精准利用已有知识资源，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显著强化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H2b：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显著弱化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
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强调现有知识与新知识领域的结合创新，是企业持续探索新的技术组合，将现有知识资源及能力等进行组合拓宽的过程，从而不断提升组织在新的知识领域及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竞争优势[20]。创造式知识重组对于组织获取突破性创新技术以及独特性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化创新过程中，新知识的获取和整合是十分重要的，知识重组创造能力对于组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3个方面：首先，知识重组创造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跨界融合，创造出独特且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提高数字化创新绩效；其次，通过识别不同领域知识并对其创造性整合，组织能够更快速地获取创新性的知识资源，提高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可能性，从而及时推出新产品，抢占市场先机，提升组织的数字化创新绩效；此外，通过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知识重组，企业能够培养出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趋势，打破已有的技术轨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绩效。因此，组织的知识多样化程度越高，能够进行创造重组的资源越多；知识专业化水平越强，判断与识别新的知识资源的能力随之提升，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赋能企业高效利用能够推动数字化创新的知识资源，快速建立独特竞争优势，不断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显著强化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H3b：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显著弱化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
本研究提出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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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71943695]图1 理论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数据显示，6%的上市公司早在2010年开始关注数字转型[21]【无须引用。请删掉这个文献引用序号，并一一修改下文的文献序号】。根据谷歌搜索指数，笔者的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搜索量首次突破万值，随后持续上升，至2021年高达472万次。同时，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局限性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以及部分变量测度存在的时间窗口，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2010－2021年，并剔除了金融行业、ST和*ST等标志的企业，以便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源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基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企业基本信息以及数字化创新绩效数据，并基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企业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据，衡量组织的知识基础特征及知识重组能力等变量。对数据进行收集并清洗之后，保留各变量数据信息完善的企业，最终匹配得到4 103家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于极端值进行了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2.2  变量测度
[bookmark: _Hlk152454063]（1）数字化创新绩效。指组织通过应用数字技术等方式改善产品或业务流程等获取竞争优势的有益结果，包含数字化应用和成果两个维度。数字化应用包含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业务创新3个方面，在剔除企业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容后，依据吴非等[21]关于企业数字化的测度关键词进行完善，统计相关特征词在年报中出现的总频次（见表1）。数字化成果包含数字创新标准、数字创新论文、数字发明专利、数字创新资质及数字国家级奖项5个方面，具体衡量指标及测度方法如表2所示。
另外，由于数字化应用是统计关键特征词出现的总频次，而数字化成果是各衡量指标的数量，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本研究对数字化应用相关特征词出现的总频次加1取自然对数，对数字化成果总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取两者之和作为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最终衡量指标。
表1  数字技术应用关键特征词
	维度
	指标
	关键特征词

	数字技术应用
	技术创新
	数字孪生、元宇宙、虚拟人、3D打印、5G技术、移动互联、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技术、纳米计算、智能规划、智能优化、智能穿戴

	
	流程创新
	智能制造、智能客服、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无人工厂、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人机交互社交网络

	
	业务创新
	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能源、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网联、“互联网+”



表2  数字化成果衡量指标及测度方式
	维度
	指标
	测度方式

	数字化成果
	数字创新标准
	当年参与数字创新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数量

	
	数字创新论文
	当年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数字创新论文数量（国外期刊、国内期刊）

	
	数字发明专利
	当年数字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数字创新资质
	当年数字创新资质认定数量（如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等13种资质）

	
	数字国家级奖项
	当年数字化相关国家级奖项数量（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特征包含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两个维度，借鉴刘凤朝等[22]关于知识基础特征的测度方式，通过国际专利分类（IPC）号对组织的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进行测量。基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且为规避知识基础可能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剔除了与数字化紧密相关的专利（见表3），同时采用5年的专利窗口期。
1）知识宽度：剔除数字化相关专利后，统计焦点年前1年的5年窗口期内专利所覆盖的IPC小类数量。例如，焦点年为2020年，在测度2020年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同时，测量2015－2019年间企业申请的专利所覆盖的IPC小类数量，并对其加1取自然对数。
2）知识深度：剔除数字化相关专利后，统计焦点年前1年的5年窗口期内，专利所覆盖的每个IPC小类中专利的平均数，即窗口期内专利数量除以窗口期内IPC小类数量，并对其加1取自然对数。
表3  数字化相关专利IPC分类号
	专利部
	涉及数字化专利IPC分类号

	A部：人类生活必需
	A01M*、A47L1/02、A47L11*、A47L5/12、A47L9*、A61B5*、A63F13*

	B部：作业；运输
	B08B*、B25J*、B29C*、B33Y*、B60R*、B64C27*、B64C39/02、B64D47/08、B81B*、B81C*

	D部：纺织；造纸
	D06F*

	F部：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
	F16L11/127、F16M11*、F21V*

	G部：物理
	G01C19*、G01C21*、G01D*、G01P7*、G01S1*、G01V7*、G01V9*、G02B27*、G02B30*、G03B17/56、G05B*、G05D*、G06F*、G06J*、G06K*、G06N*、G06Q*、G06T*、G06V*、G07C*、G08B25/06、G08C*、G08G*、G10L*、G11B*、G11C*、G16B*、G16C*、G16Y*

	H部：电学
	H01B9*、H01F*、H01L21*、H01L23*、H01R*、H02G1*、H04B*、H04L*、H04N*、H04W*、H05B45*、H05B47*、H05K*



（3）知识重组能力。本研究根据知识重组能力的定义以及Carnabuci等[23]的研究，对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两个维度进行测度，以考察组织知识重组能力。其中，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根据专利在IPC分类号大组两两组合的情况进行判断，具体而言，统计焦点年出现的与焦点年前1年的5年窗口期内同样的专利所覆盖的IPC大组组合数量；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则根据专利在IPC分类号大组两两组合的情况进行判断，具体而言，统计焦点年出现的与焦点年前1年的5年窗口期内不同的专利所覆盖的IPC大组组合数量。
（4）控制变量。结合研究问题的性质，管理层也会对企业的数字化创新及变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引入企业组织及管理层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对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也进行了控制。
各变量衡量指标及测度方式如表4所示。
表4  主要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因变量
	数字化创新绩效
	DIP
	ln （数字化应用+1）+ ln （数字化成果+1）

	自变量
	知识宽度
	KS
	剔除数字化相关专利后，测量t− 5至t− 1年间企业申请专利所覆盖的IPC小类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

	
	知识深度
	KD
	剔除数字化相关专利后，测量t− 5至t− 1年间企业申请专利数量除以窗口期内IPC小类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

	调节变量
	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
	UKR
	ln（当年与t− 5至t− 1年间专利所覆盖的同样的IPC大组的组合数量+1）

	
	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
	CKR
	ln  （当年与t− 5至t− 1年间专利所覆盖的不同的IPC大组的组合数量+1）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 （企业期末总资产）

	
	企业年龄
	FirmAge
	ln（当前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

	
	企业性质
	SOE
	国有控股企业为1，其他为0

	
	研发人员比例
	R&Dpr
	研发人员数量/企业员工数量

	
	研发支出比例
	R&Der
	当年研发支出/企业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 1

	
	董事会规模
	Board
	ln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 / 董事人数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为1；否则为0

	
	管理层性别结构
	Female
	管理层女性人数/管理层总人数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有海外背景
	Oversea
	现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中是否有人具有海外背景（包括曾经与现在的海外求学、海外任职），是为1；否则为0



2.3  检验模型
由于本研究采取非平衡面板数据结构，在进行实证检验前需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 检验发现P值为0，即拒绝“两种模型统计参数估计量没有差异”的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为了避免调节效应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
3   实证检验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利用Stata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方差膨胀因子以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5，可知知识宽度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标准差分别为1.41和1.43，表明上市企业间的知识基础特征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差异较为显著；知识宽度的均值大于知识深度，表明上市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多样性普遍高于领域内的知识复杂程度。此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5，排除了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同时，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在1.03～2.65之间，小于临界值10，且VIF均值为1.61，表明研究变量之间没有高度自相关性和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bookmark: _Toc136259550]表5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DIP
	1.00
	
	
	
	
	
	
	
	
	
	
	
	
	
	
	

	2.KS
	0.16
	1.00
	
	
	
	
	
	
	
	
	
	
	
	
	
	

	3.KD
	0.17
	0.74
	1.00
	
	
	
	
	
	
	
	
	
	
	
	
	

	4.UKR
	0.21
	0.59
	0.51
	1.00
	
	
	
	
	
	
	
	
	
	
	
	

	5.CKR
	0.18
	0.44
	0.36
	0.49
	1.00
	
	
	
	
	
	
	
	
	
	
	

	6.Size
	0.06
	−0.01
	−0.09
	0.14
	−0.01
	1.00
	
	
	
	
	
	
	
	
	
	

	7.FirmAge
	0.04
	−0.11
	−0.14
	−0.02
	−0.10
	0.22
	1.00
	
	
	
	
	
	
	
	
	

	8.SOE 
	−0.08
	−0.12
	−0.20
	−0.01
	−0.08
	0.39
	0.18
	1.00
	
	
	
	
	
	
	
	

	9. R&Dpr
	0.24
	0.08
	0.12
	0.09
	0.11
	−0.25
	−0.15
	−0.16
	1.00
	
	
	
	
	
	
	

	10. R&Der
	0.23
	0.14
	0.18
	0.13
	0.13
	−0.28
	−0.11
	−0.24
	0.66
	1.00
	
	
	
	
	
	

	11. Growth
	0.02
	0.01
	0.03
	0.00【“-0.00”无意义。真实值为0还是 ＞－0.01的值？】
	0.27
	0.04
	−0.06
	−0.07
	0.04
	−0.03
	1.00
	
	
	
	
	

	12. Board
	−0.05
	−0.02
	−0.07
	0.03
	0.00【“0.00”无意义。真实值为0还是 ＜0.01的值？】
	0.27
	0.03
	0.28
	−0.13
	−0.13
	−0.01
	1.00
	
	
	
	

	13. Indep
	0.04
	−0.01
	0.01
	−0.00
	−0.01
	−0.01
	−0.00
	−0.06
	0.04
	0.04
	−0.00
	−0.56
	1.00
	
	
	

	14. Dual
	0.05
	0.05
	0.08
	−0.03
	0.05
	−0.21
	−0.10
	−0.31
	0.12
	0.16
	0.03
	−0.18
	0.10
	1.00
	
	

	15. Female
	0.04
	−0.05
	0.00
	−0.10
	−0.06
	−0.19
	0.04
	−0.25
	0.05
	0.10
	0.01
	−0.19
	0.08
	0.15
	1.00
	

	16. Oversea
	0.08
	0.04
	0.06
	0.05
	0.02
	0.06
	−0.04
	−0.11
	0.07
	0.11
	0.02
	0.05
	−0.00
	0.03
	0.04
	1.00

	平均值
	0.70
	2.45
	0.87
	1.25
	1.10
	22.04
	2.86
	0.31
	0.15
	0.04
	0.18
	2.12
	37.54
	0.31
	19.05
	0.58

	SD
	0.82
	1.41
	0.50
	1.43
	1.11
	1.23
	0.35
	0.46
	0.12
	0.04
	0.39
	0.19
	5.32
	0.46
	11.23
	0.49

	VIF
	
	2.65
	2.31
	2.27
	1.67
	1.40
	1.11
	1.40
	1.81
	1.88
	1.03
	1.80
	1.60
	1.13
	1.11
	1.04



3.2  回归结果检验
首先对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
                           （1）
                  （2）
式（1）（2）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在t年i行业的数字化创新绩效；、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企业在t年i行业的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表示控制变量；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误差项；表示控制变量；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误差项。

表6列示了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可见知识宽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H1a成立，即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具有的知识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应用数字化创新技术并产生数字化创新成果；知识深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引入知识深度的平方后，知识深度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知识深度平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H1b成立，即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是倒“U”型影响，组织在某一领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一旦超过极值点，过于固化于某个知识领域则会对数字化创新绩效产生阻碍作用；此外，加入知识宽度、知识深度及其平方进行回归检验，有关结果也进一步表明H1a和H1b成立。
表6  模型变量的主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化创新绩效

	
	仅加入知识宽度
	加入知识宽度及其平方项
	仅加入知识深度
	加入知识深度及其平方项
	加入知识宽度、知识深度及其平方项

	知识宽度
	0.063***
	0.041
	
	
	0.059***

	
	(0.012)
	(0.029)
	
	
	(0.015)

	知识宽度的平方
	
	0.005
	
	
	

	
	
	(0.007)
	
	
	

	知识深度
	
	
	0.048*
	0.290***
	0.124

	
	
	
	(0.029)
	(0.065)
	(0.076)

	知识深度的平方
	
	
	
	−0.146***
	−0.089**

	
	
	
	
	(0.037)
	(0.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14 652
	14 652
	14 652
	14 652
	14 652

	Adj-R2
	0.098
	0.098
	0.096
	0.097
	0.099


注：1）括号内为估计的稳健标准误；2）*、**、***分别代表P＜0.1、P＜0.05、P＜0.01。下同。

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和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在知识基础和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模型1加入了知识宽度、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及两者的交互项；模型2加入了知识宽度、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及两者的交互项；模型3加入知识深度、知识深度的平方、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及知识深度与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深度的平方与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模型4加入知识深度、知识深度的平方、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及知识深度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深度的平方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模型5加入知识宽度、知识深度、知识深度的平方、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知识宽度与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宽度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深度与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深度的平方与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深度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知识深度的平方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互项。可见，知识宽度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显著为正，模型5中知识宽度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同样显著为正，因此H2a成立，即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能够正向调节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即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越强，组织具备的知识多元化程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模型2和模型5中知识宽度和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均不显著，无法支持H3a，不能证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能够在知识宽度和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对不同知识间进行创新性的重组会提升识别知识有效组合的成本，在组织具备较高的知识多元化程度时，识别并利用新知识的成本投入和不确定性提高，创造式知识重组就会增加企业的创新成本，从而无法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模型3中，知识深度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知识深度平方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均不显著，且在模型5下这一结果也不显著，因此H2b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组织知识过于局限于某一领域，利用式知识重组就会导致知识创新的惯性，当旧有知识组合空间逼近极限时，围绕已有知识进行创新活动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23]，从而无法发挥知识重组的调节效应；模型4中，知识深度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显著为负，知识深度平方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交乘项显著为正；模型5也进一步支撑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H3b成立。
表7  模型变量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化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知识宽度
	0.074***
	0.067***
	
	
	0.065***

	
	(0.014)
	(0.013)
	
	
	(0.016)

	知识深度
	
	
	0.397***
	0.291***
	0.217*

	
	
	
	(0.111)
	(0.071)
	(0.117)

	知识深度平方
	
	
	−0.204***
	−0.155***
	−0.145***

	
	
	
	(0.048)
	(0.038)
	(0.050)

	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
	−0.005
	
	<0.001
	
	−0.014

	
	(0.009)
	
	(0.011)
	
	(0.012)

	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
	
	0.014*
	
	0.018**
	0.021**

	
	
	(0.008)
	
	(0.008)
	(0.008)

	知识宽度×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
	0.019**
	
	
	
	0.016*

	
	(0.008)
	
	
	
	(0.009)

	知识宽度×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
	
	0.009
	
	
	0.008

	
	
	(0.006)
	
	
	(0.009)

	知识深度×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
	
	
	−0.013
	
	−0.029

	
	
	
	(0.074)
	
	(0.082)

	知识深度平方×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
	
	
	0.043
	
	0.039

	
	
	
	(0.030)
	
	(0.032)

	知识深度×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
	
	
	
	−0.094*
	−0.101

	
	
	
	
	(0.048)
	(0.063)

	知识深度平方×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
	
	
	
	0.069***
	0.056**

	
	
	
	
	(0.024)
	(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14 652
	14 652
	14 652
	14 652
	14 652

	Adj-R2
	0.099
	0.099
	0.099
	0.099
	0.102



从图2可以看出，在高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下，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斜率显然比低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下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斜率大，因此随着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的提升，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从图3可以看到，在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下，知识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呈倒“U”型影响，而随着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提升，该倒“U”型影响趋势削弱，极值点向高知识深度方向移动，且数字化创新绩效相比低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下的最高点高，说明组织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的提升能够减缓过于局限于某一知识领域对数字化创新绩效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且从长远发展来看能够逐步提升企业的数字化创新绩效。
【图2、图3分别补纵坐标标目“知识重组能力”并注意字的方向为自下而上连读，补横坐标标目“知识宽度”】
[image: ]
[bookmark: _Hlk171943721]图2  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对知识宽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image: ]
[bookmark: _Hlk171943741]图3  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对知识深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取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回归模型。由于上市公司的数字化创新绩效有大量的零值，存在归并数据（censored data）的特征，可以使用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2）缩短研究样本区间。为避免研究年份可能带来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将研究期间缩短至2011－2020年进行基准回归。（3）增加控制变量。企业的存货占比、固定资产占比、股权赫芬达尔指数、两权分离等因素也会对组织知识资源和创新投入等产生影响，因此引入上述控制变量再进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如表8所示，3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基准回归假设，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表明本研究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8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化创新绩效

	
	替换回归模型
	缩短研究样本时间区间
	增加控制变量

	
	加入知识宽度
	加入知识深度及其平方项
	加入知识深度、知识宽度及其平方项
	加入知识宽度
	加入知识深度及其平方项
	加入知识深度、知识宽度及其平方项
	加入知识宽度
	加入知识深度及其平方项
	加入知识深度、知识宽度及其平方项

	知识宽度
	0.139***
	
	0.124***
	0.057***
	
	0.055***
	0.056***
	
	0.053***

	
	(0.011)
	
	(0.015)
	(0.013)
	
	(0.015)
	(0.015)
	
	(0.018)

	知识深度
	
	0.638***
	0.198**
	
	0.261***
	0.106
	
	0.256***
	0.116

	
	
	(0.072)
	(0.089)
	
	(0.067)
	(0.077)
	
	(0.076)
	(0.088)

	知识深度平方
	
	−0.237***
	−0.099**
	
	−0.136***
	−0.082**
	
	−0.137***
	−0.087*

	
	
	(0.038)
	(0.041)
	
	(0.037)
	(0.040)
	
	(0.043)
	(0.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14 652
	14 652
	14 652
	14 395
	14 395
	14 395
	11 746
	11 746
	11 746

	Adj-R2
	－
	－
	－
	0.098
	0.097
	0.098
	0.118
	0.117
	0.119


注：“－”表示不显示调整后的R2值。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知识基础理论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传统知识资源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了知识重组能力等情境变量在传统知识资源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
（1）企业已有的知识资源能够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已有相关研究多直接探究数字化的资源和能力对组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如张明超等[24]的研究，而本研究论证了传统知识资源也能对组织的数字化创新产生增益效果。这一研究结果丰富了传统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前因要素研究，揭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提升的知识资源驱动机制。
（2）企业所拥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不同影响。已有知识的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支持了潘清泉等[25]的研究结论；而知识的深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则具有倒“U”型影响，这与Zhou等[26]的研究存在差异。即在数字化的研究情境下，基于数字化创新的复杂性，组织需要较多的异质性知识，不能过度局限于某一知识领域，才能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
（3）已有知识基础和知识重组能力的有效匹配有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知识宽度和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促进数字化创新绩效提升，知识深度和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也能够对数字化创新绩效提升发挥正向作用。此外，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可能导致创新新颖性不足，如果组织过于依赖已有知识重组的惯例和范式，可能会限制创新的原创性，导致创新结果缺乏独特性和竞争优势；同时可能忽视从外部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性，从而不利于数字化创新绩效的产生。因此，利用式知识重组在知识深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而创造式知识重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投入[27]，当组织的知识多样性较高时，识别并利用新知识的成本投入和不确定性提高，创造式知识重组就会增加企业的创新成本，对数字化创新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创造式知识重组并不能显著调节知识宽度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由此，当知识资源和不同的知识重组能力匹配时，有助于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
4.2  管理启示
（1）企业应充分利用现有知识资源促进数字化创新活动。在管理实践中，组织需要善于挖掘和整合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提升知识多样化程度及平衡专业化水平，充分利用现有知识资源的价值以激发数字化创新的活力。可建立知识管理系统，鼓励员工分享经验和知识，以及创建学习型组织文化，从而促进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
[bookmark: _Hlk152455029]（2）组织需提升知识资源的多元化水平，并权衡在某一领域深入发展的程度。数字化创新要求企业拥有多样化的异质性知识元素，组织涉及的知识领域越丰富，越有助于进行数字化创新；同时，更应该避免过于局限于某一知识领域而由此产生认知惯性，造成企业认知模式的僵化，防止形成技术自锁的恶性循环。应平衡知识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数字创新的灵活性。
（3）评估组织具备的知识异质性或专业性优势，实现资源和能力的高效协同。组织需要将其资源和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和匹配，以实现更高效的运营和业务目标。在数字化创新的复杂情境下，如果组织知识多样化程度较高，要提升利用式知识重组能力，基于已有的创新思路整合知识资源；在知识专业化程度较高时，要提升创造式知识重组能力，探索新的知识整合方式。这可能涉及有效的资源配置、团队协作、跨部门沟通和协调，以及领导层的整体规划和决策，以确保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能力的最大发挥。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在变量测度方面，本研究基于问题和模型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根据已有研究和规范性文件剔除了自变量包含的数字化专利，但仅根据IPC号删除数字化专利可能存在误删和过度删减的问题，未来可以考虑IPC号与专利文本相结合来判断是否为数字化专利。其次，在现实情境中还存在未上市的广大中小企业，它们也面临数字化创新及转型趋势，本研究基于数据可得性未将中小企业纳入研究样本，未来可以考虑通过问卷或其他方式获取该类样本的研究数据，扩大研究成果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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